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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宗慈黄宗慈

奋起御侮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奋起御侮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高崇民站在大队的最前列，与蒋介石的讲台

相距咫尺，慷慨陈词，请蒋介石率兵北上，收复东

北失地。他说：“东北人民对促成统一、保卫国土

所作的努力，对得起中央。而中央在敌寇入侵以

来，不发一兵，不作明确抗日表示，一味依赖国联，

使敌寇得寸进尺，侵略无止境，中央何以对得起东

北人民？”这番义正词严、激切沉痛的诘责，把蒋介

石质问得面红耳赤，哑口无言。他措辞说：“东北

失掉，东北人来请愿还可以，天津并未丢失，天津

学生来请什么愿？”这一来，全体群众特别是天津

学生请愿团更加愤怒了，一位青年大声高呼：“东

北是中国土地，我们是中国人，你是中央政府的

最高负责人，所以来京向你请愿。”随之，全场掌

声雷动，高呼“请中央领导抗日！收复失地！打

倒不抵抗政策！”等口号。蒋介石无奈，对大家

说：“不要听信造谣挑拨，要镇静听候中央处理”，

并且又重复“到必要时候，中央一定抵抗，还要依

靠国联正义制裁”等一套滥调。蒋介石说完之后，

立即退席。这时，呼喊叫骂之声，不绝于耳。

请愿团全体人员饥寒交迫，疲惫万分，返回金

陵大学后，即提早休息，准备次日北返。但在夜里

十点钟左右，突然闯进大批宪兵和便衣特务，叫起

全体人们，逐一检查，声称请愿团有共产党参加在

内，散发“反动”传单等情事，但他们搜查结果，一

无所得。被激怒的全体请愿人们纷纷说：“抗日有

罪，请愿有罪，爱国算是反动？什么不算有罪，什

么不算反动？”有的竟气愤得痛哭失声。

“南京请愿，白跑一趟。国民党政府既决定

不要东北，我们自己去干吧”——这是请愿团六

百余人的共同认识，同时也是流亡关内东北民众

一致的决心。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进行了多方面的抗日

活动，对于推动东北民众的抗日斗争起了积极的

作用。但当时的国民政府是不许人民抗日的，同

时也不喜欢一个与张学良有关系的政治团体继

续活动下去，为此，千方百计地对东北民众抗日

救国会进行破坏活动。首先是利用一些东北籍

CC派反动分子，戴上抗日的假面具，挂出抗日工

作的假招牌，借为不抵抗政策放烟幕，并妄图以

此收搅东北人心，打击东北人民真正的抗日救亡

活动。

以齐世英、梅公任为首的东北籍CC派纠合

从东北逃亡进关的国民党CC分子徐箴(原哈尔

滨特区电信局长)、周天放(原哈尔滨特区教育厅

长)、臧启芳(原哈尔滨特区地亩局长)及早在关内

的曹德宣、李锡恩、王星周等，大肆活动，从种种

方面与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相对抗。在组织民

众方面，他们由周天放出面主持，组织“东北行健

学会”，网罗东北上层人士，以国民党员为骨干；

由曹德宣出面主持，组织法西斯式的反动团体

“东北青年学社”及其核心组织“力行团”，宣传法

西斯思想，并收买东北青年作特务(一二九运动

后北平各院校出现的东北籍特务分子，多为力行

团员)。在青年教育方面，他们先后设立“知行中

学”及“念一中学”，由梅公任、周天放分别主持。

接着国民政府教育部又在北平设立东北青年教

育救济处，以周天放、李锡恩为正、副主任，并由

该处直接办一国立东北中山中学，以李锡恩兼任

校长。当时中山中学、知行中学、念一中学收容

从东北进关、食宿无着的青年学生为数不少，显

然与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所领导的东北中学和

在平复校的东北大学相对立，齐世英则在上海以

“抗敌救国”为幌子，成立一个“东北协会”，与远

在北平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遥相对峙。

国民党极右分子在舆论宣传方面，也不放松

和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对抗。他们有一个民

友书局(附设有印刷厂)，出版《东北月刊》《东北旬

刊》《东北青年》《行健月刊》《行健丛刊》《北强月

刊》《蒙古月刊》《黑白半月刊》等反动刊物，以与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主办的《救国旬刊》《东北通

讯》《复巢月刊》等刊物对抗。当时，救国会和国

民党极右派的斗争，在言论主张上，主要表现在

“是谁不抵抗？”和“不抵抗政策”的问题上：他们

拼命为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打掩护，把丧失东北

的责任推到张学良一个人的身上，说是由于张学

良不抵抗；而救国会则正面予以揭穿，以事实说

明东北丧失是由于蒋介石命令不准抵抗。他们

拥护蒋介石的“安内攘外”的反动政策，为蒋介石

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进行辩护，而救国会则主张全

国团结抗日。救国会旗帜鲜明地高呼“打回老

家、收复失地”的口号，而他们遮遮掩掩，只提“收

复失地”而不提“打回老家”的口号。他们的反动

宣传，曾使一部分东北人士和一些青年学生受到

一时的欺骗蒙蔽。

国民党极右分子从 1931年至 1935年 6月“何

梅协定”签订以前，锣鼓喧天，用尽各种手段同东

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唱对台戏，但在“何梅协定”签

订以后，国民党驻华北各地的党部和中央军、宪

兵团被日寇赶出华北，东北CC分子也都夹着尾

巴南逃。从此，他们也就偃旗息鼓，销声匿迹。

然而，国民党极右派对东北人民抗日救国的破坏

活动，不但并未停止，反而变本加厉了。

1933 年 5 月，“塘沽协定”签字之后，何应钦

奉行日寇要求取缔华北抗日活动，特别是取消东

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及辽吉黑民众后援会的意旨，

通过高仁绂于 7 月 10 日向救国会传达了取消救

国会的命令。7 月 14 日，救国会公推阎宝航、卢

广绩、王化一、钱公来等四委员到怀仁堂向何应

钦交涉，何应钦坚持救国会必须取消，并采用威

胁手段，施加压力。救国会成员张希尧于 15日在

街头散发反对卖国的“塘沽协定”的传单而被捕，

徐靖远因在清华大学作报告而被捕入狱。与此

同时，何应钦明令停止救国会发行爱国奖券，以

断绝救国会的经费来源，企图从经济上扼杀救国

会。这时，专以镇压抗日人民为任务的国民党中

央宪兵第三团，已经开驻北平。“抗日有罪”成为

公开执行的法令，被捕和失踪者，日有所闻。7月

15日，朱庆澜主持的辽吉黑民众后援会，被迫宣

告结束。

在国民党亲日极右分子和日寇配合向东北

民众抗日救国会加紧压迫摧残的形势下，救国会

的同志们并未消极畏缩，相反，更加坚定了抗日

到底与国民党极右分子斗争的决心。但是，鉴于

当时华北内外情势，抗日工作不得不转入地下。

8 月 31 日，救国会常务委员扩大会议决定，东北

民众抗日救国会宣布结束。

（连载完）

打响全民族抗战第一枪打响全民族抗战第一枪————

王毓泰（1903—1989）字和生，兰州市皋兰县

前长川人。父亲是名垂青史的一代清官王树中，

王毓泰出生于父亲任职的安徽省太和县，故以“和

生”为字行世。他秉承优良家风，一生辛勤耕耘硕

果累累，对发展家乡、西北文化事业贡献突出。

一

王和生自幼聪慧好学，12岁考入兰州一中，14
岁即以全省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清华学堂留美

部，攻读英文、国文课程，是清华园里的高材生。

王和生思想进步向往正义，极具浓厚的家国

情怀。读中学时得知袁世凯签订丧权辱国的“二

十一条”，即与同学们上街游行示威表示坚决反

对。在清华求学时积极参与“五四”运动，虽然被

捕遭到迫害依然不改初衷。

1926年中共早期党员宣侠父等来到兰州宣传革

命思想，王和生积极参与其中，担任“进化剧社”的编

剧、导演，还亲自饰演角色登台演出，生角、旦角都可

担纲，是当时兰州新文化、新思潮的中坚力量。

在抗战期间，王和生虽身处西北后方却心系

天下，并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中。

二

王和生多才多艺兴趣广泛，不仅擅长诗词创

作，而且能编排戏剧登台演出，同时善于组织实施

各类文化艺术表演和体育竞赛活动，自民国至新

中国，多次担任省级体育运动会组委会主任或裁

判长。他长期担任甘肃省和全国棋协重要职务，

1964年担任全国象棋竞赛总裁判，显示了他在体

育界特别是象棋界的巨大影响和崇高地位。

王和生毕生着力最勤的是西北文化教育事

业，他在当时的甘肃省（包含今青海、宁夏一部

分）多地任教，倾力传授英语和体育专业知识达

20多年，桃李芬芳门生遍地，还在邮政与军事翻

译领域多有建树，是大西北外语和体育教育的重

要开创者。

王和生文采飞扬擅长诗词创作，毕生与诗为

伴，佳作琳琅满目，对于集古诗、叠韵诗、辘轳诗都

有喜好，特别是有一手撰写回文诗的绝技，在陇上

颇有影响。

1978年，他应新坛诗词学会邀请创作的七言

古诗《咏丝绸之路》传诵久远：“向往西方航自东，

东西文化籍沟通；风吹丝路驰西域，指顾阳关接碧

空；花雨飞飘华夏外，萌芽突出汉唐中；丝绸载运

增艳丽，文化流传燃彩虹；举世闻名咸仰慕，观光

往返乐融融；吾年八五难云老，此路萦怀兴倍浓。”

这首诗咏今颂古赞美丝绸之路的历史功绩与

现实价值，情景交融感情丰沛，把一位耄耋老人对

家乡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幸福远景期盼表达的淋漓

尽致。

此外他还有大量翻译作品刊行，其中《托尔斯

泰短篇轶事集》更是深受年轻读者的喜爱。

三

王和生对西北乃至全国文化体育影响最大的

业绩，当属他与西北棋圣、大国手彭述圣（文体界、

民间至今仍敬称“彭高棋”）联袂弘扬中华象棋文化

的故事。王和生棋艺高超棋品贵重，得与彭述圣结

为终生挚友，40年中帮助“彭高棋”创办象棋研究

室，举办各类比赛交流活动，促成兰州各界广泛的

象棋热潮，培养出一大批棋坛高手。他努力帮助彭

先生远游京、津，与各地高手同台竞技，大大彰显了

甘肃象棋在全国的影响，以至于后来有一句流传的

流行语：“拳不往东打，棋不往西下。”

新中国成立后，时任甘肃省省长邓宝珊和陈

毅副总理（曾与彭即兴对弈于榆中兴隆山）都曾经

热心关注甘肃象棋运动，对彭述圣慰勉有加，鼓励

他老当益壮，将绝技传于天下，推动新中国体育事

业。这也让王和生对象棋文化的研究与弘扬有了

更好的环境。从1953年开始至1960年，他倾尽心

力撰写记述彭述圣先生各种经典棋局和战法的名

著——《传彭集》，在国内外产生巨大的影响。他

甘当绿叶成人之美的高风亮节，见证了他与彭老

之间“鞋不离脚脚不离鞋”的真挚情谊。

王和生一生未曾中断对象棋战法特别是排局

的研究，即便是十年动乱中被下放回到乡间，他依

然蹲在炕头推演琢磨，完成了近千局的《字形排

局》谱，对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作出了独特贡献。

2014年甘肃省社科院编纂《陇上学人文存》大

型丛书时，特地选编出版《王和生卷》，其中包含王

和生的《传彭集》《环彭棋话》《彭高棋弈棋心得》《王

和生排局遗局》《王和生诗词选》等重要著述，也彰

显了王和生在多个领域里无可替代的杰出贡献，为

甘肃棋坛、甘肃文教事业保留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陇 上 文 化 英 杰 王 和 生陇 上 文 化 英 杰 王 和 生
□ 王立仁

在五四运动的直接影响下，

叶伯和开了四川新文化风气之

先。1922年，他不仅将十年来研

究成果《中国音乐史》上卷付印发

行，而且组织了四川第一个文学研

究团体——草堂文学研究会，并

亲自主编该会会刊《草堂》。文坛

巨匠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现

代小说导论》中说：“四川最早的文

学团体好象是草堂文学研究会(成
都，十二年春)，有月刊《草堂》，出

至第四期后，便停顿了，次年一月

又出版了《草堂》的后身《浣花》。”

这一时期，是叶伯和从事创

作、出版的高峰。《草堂》月刊一共

出了四期，其中叶伯和的诗作十多

首，小说若干篇。后来，郑振铎主

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过叶伯和

的短篇小说。同时，《叶伯和诗歌

集》《伯和诗草》等也相继问世。这

些新诗和小说，大都是描写四川人

民在军阀混战中的苦难生活。这

些作品，语言质朴，感情真挚，溶进

了作者忧国忧民、愤世嫉俗的爱国

思想和民主意识。对当时文坛的

旧风气、社会的陈规陋习，作了有

力的批判。《草堂》月刊，应该是四

川新文学运动初期最早开出的一

朵璀璨的花。

1923年1月，周作人在北京读

到《草堂》后，立即写了一篇评论：

《读草堂》。此文刊登在《草堂》第

三期，文中谈到：“……年来出版界

虽然不很热闹，切实而有活气的同

人杂志尚有发刊，这是很可喜欢的

现象。近来见到成都出版的《草

堂》，更使我对于新文学前途增加一层希望。……对于四川的文艺的

未来更有无限的向往。我们不必举出古今的事实来作证例，便是有

直觉的也能觉到有那三峡以上的奇伟的景物的地方，当然有奇伟的

文学会发生出来……”

郭沫若当时正在日本留学，读了来自家乡的《草堂》月刊后，热情

地向《草堂》诸友致函：“奉读草堂月刊第一期，甚欢慰。……吾蜀既

有绝好的山河可为背景，近十年吾蜀人所受苦难恐亦可以冠冕中

夏。诸先生常与乡士亲近，且目击乡人痛苦，望更为宏深的制作以号

召于邦人……久居海外，时念故乡，读诸先生诗文已足疗杀十年来的

乡思……”。

《草堂》还同全国各地新文化社团、刊物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其

中如北京晨光社出版的《晨光》、广东岭南大学及其出版的《南风》、上

海文学研究社及其出版的《诗》、上海浅草社及其出版的《浅草》、北京

诗学研究社的《诗学半月刊》、北京燕京大学的《燕大周刊》、云南翠湖

之友社出版的《翠湖之友》，等等。叶伯和为《草堂》创刊、撰稿、组稿、

酬集资金直至发行，花费不少心血，为使《草堂》拥有更多的志同道合

者，更是四处奔走，不遗余力。对于当时文坛顽固派的嘲笑和毒骂进

行了顽强的战斗。《草堂》月刊在困苦中挣扎，出版了四期。本文开头

所录《华西日报》副刊的文字，我们便可以看出处于当时那样的时代

和环境，叶伯和所表现出的那种难能可贵的创新精神!
除了草堂文学研究会外，叶伯和还组织了成都第一个西洋乐

社。上世纪30年代初，由叶伯和发起，并邀集成都音乐界人士组成成

都海灯乐社。因为他们常常演奏奥地利音乐大师海顿的作品就以同

“海顿”谐音而命名为“海灯”。成员大都是叶伯和的门人后辈。每到

周末，他们便聚集在叶伯和家中，排练合奏，他临场亲作指导。这是

成都第一个介绍西方音乐的社团。这个由音乐爱好者自发组成的团

体纯属民间性质，它在宣传和介绍西洋乐器和西洋音乐大师的作品

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海灯乐社由叶伯和作指导，成员有叶伯和的长女叶胜男(钢琴)、
邱仲广(大提琴)、张伯农、张季时、闵震东、叶有男拉小提琴，单簧管有

周履安；来乐社参加独唱有刘曼罗、刘亚琴，另外，雷时律、李兆鸿也

不时前来参加演奏。演奏形式有小提琴二重奏、弦乐四重奏、管弦乐

合奏等。

乐社的活动，除每周合奏练习外，还经常到一些大中学校演出，

也为很多隆重的纪念日演出。比如1938年10月23日，成都市文化界

在川大举行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邀请海灯乐社举行音乐

演奏。为追悼王光祈逝世周年，乐社也举行了演出活动。他们还经

常在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内通俗教育馆开音乐会，其目的在于，让

人们看看西洋乐器是什么样子，听听西洋音乐是怎么回事。一句话，

为了让更多人们知道、了解西洋乐器和音乐。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乐社为前方将士募集寒衣、为抗战募集

购买飞机款而多次举行义演。抗战第二年，即1938年，城市居民开始

疏散下乡，乐社成员也随单位或学校散居乡下，各自东西，海灯乐社

的活动遂告结束。

抗战胜利后，叶伯和与家人迁回城内上锣锅巷住宅，这时叶伯和

的身体己十分赢弱，又因中年丧偶，多病折磨，于1945年11月6日辞

世，闻之者无不痛惜。 （连载完）

唐代人鹿纹玉佩，出土于江苏省无锡市扬

名乡，现收藏于无锡市博物馆。青白色玉质，

局部呈现白色和褐色沁斑。玉佩为椭圆形，上

部有穿孔，用于穿系佩戴，通体雕刻人物、鹿及

缠枝花卉纹饰。正面以浅浮雕技法，雕刻一站

立老者，身穿长袍，腰部束带，束发扎髻，阔面

大耳，面部丰满圆润，神态安详。老者右手放

在一只体型壮硕的鹿的背上，左手指着鹿身，

慈眉善目。鹿长颈丰腹，四肢健壮，依偎在老

者怀中，头靠老者胸口，双耳竖起，角似蘑菇，

状极温驯可爱。一小童伺立于老者左侧，目光

向左侧视，似乎在观赏周边景物。底部刻缠枝

花纹，沿着玉佩的边缘攀援而上，直至顶部。

玉佩背面为正面图案的背后形象，老者长袖低

垂，不见鹿头，只露出部分鹿身和蘑菇状角，缠

枝花从底部攀援而上，两边相对。

古人在玉器上雕刻纹饰，表达了人们对玉

的一种感情：热爱、希望、追求、吉祥等，亦是一

种人生的美好寄托。鹿具有善良、温驯、柔美、

内敛的气质，深受人们喜爱，收集了西周初期

至春秋中叶的诗歌总集《诗经·小雅》中，就有

人类与鹿和谐相处的诗句：“呦呦鹿鸣，食野之

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鹿”与“禄”同音，

寓意“禄位”。鹿还被古人视为长寿的仙兽，传

说千年为苍鹿，二千年为玄鹿，据晋代葛洪《抱

朴子》云：“鹿寿千岁，满五百岁则其色白。”宋

代丁谓也曾以“赋命斯千载，登仙托五云”的诗

句来比喻鹿的长寿之征，所以鹿在多种场合用

以表达祝寿、祈寿的主题。古人视鹿为神物、

瑞兽，多出现于古代艺术作品上，在内蒙古白

岔河发现的商代岩画，以及历代壁画、绘画、陶

瓷、雕塑中比比皆是。同时，在古代的一些艺

术品上，鹿还经常与人及动植物组合，也就有

了更多的美好寓意，如鹿与寿星相伴，以祝长

寿；鹿与蝙蝠组合，就有了“福禄双全”的寓意，

鹤、鹿与松树组合，有着“鹿鹤同春”的意蕴；鹿

与公鸡组合，寓意“功名利禄”；鹿与蟠桃、蝙

蝠、喜字组合，则寓意“福禄寿喜”。古代玉器

上，鹿也是常见的纹饰题材，古人琢玉常以鹿

纹来寓意爵禄，可以给人带来福气、福运。

从商代起，鹿纹就开始出现在玉器上，且

各有特点：商代鹿纹多为短尾，鹿角多样，亦有

无角的，穿孔多位于头部和臀部；西周鹿纹多

为站立造型，体型壮硕，眼大、耳大、角大，足似

牛蹄；春秋至两汉时期，玉器上的鹿纹写实性

明显增强，奔跑、俯卧及飞鹿造型丰富多彩。

到了唐代，玉鹿造型一般较为温驯、安宁，头部

有蘑菇状角。

唐代国力强盛，经济文化十分发达，各种

手工业都有长足的进步，玉器制作更是为朝廷

所重视，早在唐初就设立了官办的琢玉机构，

工艺上精雕细琢，较之前朝，品种和风格都有

了新的发展，带有明显的承前启后的特点。这

件唐代人鹿纹玉佩造型别致，老人与鹿相处，

有着福寿绵长的美好寓意。工匠刀法娴熟，技

艺精湛，运用圆雕、浅刻、阴刻线等多种技法，

体现了唐代玉雕工艺的精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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